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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次論壇以藝文勞動與藝文經濟為核心，延伸出五個子題，包括：一、地

方文化經濟的現況與挑戰；二、視覺與表演藝術在公私領域中如何與民間組織及
企業合作，獲得資源挹注，並連結在地經濟；三、地方政府對於館舍的要求、約
束和期待，如何與專業性產生競合關係；四、館舍法人化後的任務與編制，對藝
文專業及員工的工作性質，導致何種差異、彈性和保障問題；五、標案與契約如
何保障藝術勞動的安全與合理性。與會者根據自身經驗及反思，對於藝文產業的
經濟現況、勞動現場、契約規制、政策保障、地方政府與館所的競合關係等，提
出觀察、批判與分析，綜整為五大訴求：一、契約導向的生產模式無助於藝文產
業的永續發展；二、政策規劃需以藝文勞動的本質為前提；三、藝文計畫應以建
制永續的協力平台為前提；四、重思人才晉用方針，對機關體質再定位；五、捍
衛文化藝術公共性。

一、	 契約導向的生產模式無助於藝文產業的永續發展

議題召集人吳介祥以藝術節慶日益普遍的現象觀察為起手式，針對藝文節慶
的實務現場提出疑慮。認為近年政府多以標案的形式發包，使得後續的作品買
賣、維護等責任都落在乙方身上，對於保障勞方並無助益。對此，陳宣誠以台南
《Mattauw 大地藝術季》的經驗為例，深入道出藝術節慶標案制度下，所面臨的
預算控管與利潤分配的潛在問題。指出許多廠商為了成本控制與結案便利，多半
會找配合度高的藝術家，甚至出現藝術家僅提供想法，作品由統一工班執行製作
的現象。如此剝奪藝術家話語權的狀態，除了有藝術家收益低落的問題，在評審
端亦會發現作品概念因此缺乏突破。且為了行政便捷，不同藝術節慶所聘僱的藝
術家重複度極高。承此，胡朝聖認為標案制度已在藝術節慶機制中形成一股不間
斷的內捲消耗。由於預算被限縮，策展人僅能著力於吸引大眾眼球的「亮點作品」
上，使得藝術家趨於製作類似的作品類型，以滿足策展人、乃至於是政府的要求，
進而讓創作力趨向平庸。

面對上述的困境，幾位與談人提出幾項可能的解方。首先，陳宣誠認為地方
政府（文化局）應擔任最大的發包單位，而不是透過外部單位去發包。例如委任
策展人進行規劃、提出不同環節適合的承接單位與人選名單；將任務拆分，再由
地方政府針對每個任務做採購。藉此預算便能直接抵達藝術家這一方，省去中間
者的剝削，亦減少藝術家所受的限制。若細部再將上述的任務進行分類，則可以
分成行政、製作與資源三項。以《瀨戶內海藝術祭》為例，除了策展方負責行政
事務，在製作端則是由專業的工班團隊來協助藝術家製作。除此之外，資源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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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非常重要。在執行《馬祖藝術季》時，陳宣誠便曾結合教職的計畫與建築工程
費來籌組資源，讓資源挹注更精確有效。

其次，劉麗婷將節慶活動分成三類去分析：民間自辦成立、政府主辦、一般
標案。第一類民間自辦成立的類型如「嘉義草草戲劇節」、「南投魚池戲劇節」，
相對資源較少，但也因此更積極串連資源與在地連結。而除了民間自身的能動性，
政府若能將「一個案子只能接受一個補助（多半少於百萬）」的限制鬆綁，前者
便能獲取更多資源。第二類政府主辦多設有策展人，由策展人主導執行，以簡化
事情的複雜度，同時觸發、帶動整體團隊的推進能量。潛在問題是策展人有時會
被特定學識跟能力資格給限制，但專案策展人的重點應在於是否可以引進更多年
輕想法，激發更多可能。第三類一般標案是數量最大宗的類型，其中許多投標者
都只著力於符合標規，無視真正適切的執行規劃，甚至是標規本身不符合實務執
行。例如曾有個主計規定兒童節目須至少 90 分鐘，但兒童注意力不夠，節目一
般都落在 45 分鐘，90 分鐘其實並不符合觀眾特性。

除此之外，劉麗婷指出關於出演團隊重複、勞動剝削等問題，地方政府亦試
圖找出可能的解套方法。例如標規裡註明以在地團隊為主，或文化局會直接對觀
光局推薦、連結在地團隊。然在地團隊也不能只是被動面對演出費用低迷的狀況，
團隊本身需培養談判、論述自身價值的能力。另外，觀眾的聲音亦具有很大的影
響力，透過觀眾積極提出觀賞喜好，有時反而更有力量。

黃佩蔚則是以精闢的提問，深化前文的討論內容。指出經費有限的前提下，
必然涉及分配的政治，意即隱性的排除機制。使得某些標案僅有部分團隊承接，
進而每年都是相同的藝術家參與。然這又關乎大眾對政府的期待，若大政府當道，
就應該由政府負責所有事情跟最大責任，也就是政府控制一切。若是小政府主導，
那麼政府就做最低限度的介入，讓市場自由運作。不同機制將會各有利弊。而當
前社會其實正趨向破碎化以及個體經濟的現實，那麼如何去平衡民間輿論與政府
影響力，如何設計真正友善、公平的文化基礎建設，都是值得且必須深思的問題。

	 在各方討論下，足以看出委外、標案化和節慶化的文化政策雖保證了密集
的藝文生產，卻也將創作者的福利和社會創造力的核心排除在外。契約導向的藝
術生產，更是讓作品生產趨於均質、重複、工廠發包模式，不但縮限創作者階段
性的發展生涯，快速的節慶消費模式亦無助於藝文的永續發展。

二、政策規劃需以藝文勞動的本質為前提

蔡淳任細緻分析了與藝文勞動相關的各項法規，指出當前法規明定需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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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勞動之不同層面包含：《文化基本法》中第 20 條指出國家應對藝文工作者的

生存權、工作權與勞動權益予以保障 1；第 21 條國家應予以文化行政機關充足的人
事跟經費 2；第 26 條列舉了國家需對文化藝術採購進行的相關治理 3。《文化獎助
及促進條例》中第 8 條則說明文化藝術事業要遵守勞動法規，保障勞動者權益 4 ；
第 9 條明定藝文工作者需加入保險，並由文化部輔助或協助 5；第 13 條則是指出中
央機關需提供諮詢，讓勞工取得相關權益或服務，以及需進行勞動環境相關之調
查研究，並將成果公告上網 6。

部分勞動權益之保障已透過《文化藝術事業應遵守勞動法規指引》、《文化
藝術工作者承攬暨委任之契約指導原則》與《文化藝術採購辦法》幾項行政指導
實施，但仍有多項勞動權益尚未獲得正視。包含《文化獎助及促進條例》第 9 條
提及的保險補助辦法、《文化基本法》第 21 條中談及的充足之人事與經費。而針
對《文化獎助及促進條例》第 13 條所明定需執行的勞動狀況及勞動環境之相關調
查研究，文化部目前以一種間接、消極的方式應對，將把主計處、行政院、勞動

1 《文化基本法》第 20 條：
1. 文化與藝術工作者之生存權及工作權，應予以保障。
2. 國家應保障文化與藝術工作者之勞動權益；對從事文化藝術創作或保存工作，有重要貢獻者，應給予
尊崇、獎勵及必要之協助及支持。

2 《文化基本法》第 21 條：
1. 國家應健全文化行政機關之組織，配置充足之人事與經費，並結合學校、法人、網絡、社群、非政府
組織及文化藝術團體，共同推展文化事務。鄉（鎮、市、區）公所應指定文化行政專責單位或人員，負
責文化事務之規劃、輔導及推動事宜。
2. 國家以文化預算對人民、團體或法人進行獎勵、補助、委託或其他捐助措施時，得優先考量透過文化
藝術領域中適當之法人、機構或團體為之，並應落實臂距原則，尊重文化表現之自主。

3 《文化基本法》第 26 條：
1. 為維護文化藝術價值、保障文化與藝術工作者權益及促進文化藝術事業發展，政府機關（構）、公立
學校及公營事業辦理文化藝術之採購，其採購之招標文件所需載明事項、採購契約範本、優先採購之方
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文化部定之。但不得違反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之規定。
2. 法人或團體接受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補助辦理藝文採購，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但應受補助者之監督；其辦理原則、適用範圍及監督管理辦法，由文化部定之。

4 《文化獎助及促進條例》第 8 條：
1. 文化藝術事業應恪遵各項勞動法規，保障文化藝術工作者勞動權益；維護勞動權益績效優良者，中央
主管機關得予表揚。
2. 前項之勞動權益保障條款之內容、範圍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文化部定之。

5 《文化獎助及促進條例》第 9 條：
1. 為保障文化藝術工作者勞動權益及就業，中央主管機關得輔導職業工會協助文化藝術工作者加入勞工
相關保險。
2. 文化藝術工作者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者，中央主管機關必要時得整合現有法規或編列預算，補助或協助
其參加社會保險。
3. 前項對象、補助範圍、額度或協助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主管機關定之。

6 《文化獎助及促進條例》第 13 條：
1. 主管機關得辦理宣導及提供諮詢，協助文化藝術工作者取得法律及勞動權益相關資訊。
2.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文化藝術工作者勞動狀況及勞動環境相關調查、研究，作為制定文化藝術政
策之參據。
3. 前項調查、研究應公告上網。



93

《文化：政策‧管理‧新創》，2024，3（2）：89-100。

部所做的調查中，與文化藝術產業相關的資料彙整後公告。

然縱使暫且不談中央尚未觸及的權益保障層面，當前正在執行的部分仍有許
多問題。首當其衝的便是目前的藝文勞動規章，仍是以《勞動基準法》作為參照
準則，無視於藝文產業的特殊勞動狀況。其次，是在藝文產業中多數人都身兼勞
雇雙方，當面對勞動困境時，往往不知對誰提出訴求，缺乏集體機制與發動對象。
而台灣的產製生態在資源分配與消費的基礎上，亦被迫彈性跟破碎化，使得難以
用更具結構的規則去處理。並且在面對法務事宜時，台灣的藝文工作者未必有資
源聘請專業的團隊協助，也缺乏共享資訊作為計算的基礎，無法真正訂下稅額等
基準，最終也就不知該如何與公部門進行協商。除此之外，即使藝文單位遵守《勞
動基準法》的規範，仍會因著大環境所導致的、不穩定的職涯報酬，而出現營運
危機。甚至為了賺取資金，形成對事件性補助跟採購的追逐效應，長成一個內捲
循環，造成連環過勞。雖然可以透過市場與企業的贊助去解套，但這些贊助多半
挹注於空間以及大型單位，小單位仍是難以藉此獲得協助。整體來說，蔡淳任認
為法規已建立，但實際的共同標準、資源分配機制、政府的角色都還需要更仔細
的規劃與佈局。

黃佩蔚對此回應，除了前文提及的共享資訊，藝文勞動環境中亦缺乏共享資
源。並且所謂被迫彈性的產製生態未必真的完全是被迫，當前遊牧經濟者的身份
已成為許多勞動者的選擇。對個體而言，與不同館所共做不僅對自己有益，對館
所來說或許也是有效的方式。意即斜槓、多元的狀態已是現實，甚至是未來的經
濟模式。另外，關於是否遵守《勞動基準法》，黃佩蔚認為亦存在部分單位即使
在資金充裕的狀態下，仍拒絕給予第一線工作人員更優渥的待遇，也就是涓滴效
應並不存在。同時團隊的優渥並不能保證個體的權益受保障，反之個體權益受正
視，卻能反饋到團隊的營運健康。而在藝文環境裡另一個弔詭的狀況是，能否養
活藝文工作者，往往不在藝文生態的供給，而是在於個體的社會經濟資源，包含
家庭背景、社會支持、意外收入、橫向連結。例如一個舞者如果身兼舞蹈老師、
體適能教練等，就更能支持其藝文工作，也因為不會被舞團綁住，更有底氣去做
自己的藝文工作。

對於個體權益之保障，吳介祥提到工會的形式實際上就是要讓個人權益重於
團隊。而工會的制度可以如何保護創造力，而不只保障最低限度的福利制度，則
是其中值得思考的。幾位與談人也再進一步討論藝文工會的營運結構，說明若由
政府扶植會涉及利益規避的問題。而目前藝創工會雖有政府補助，但仍有相關的
比例規範，以確保工會即使沒有政府補助，單靠會費還是有自我營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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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俊裕則是指出勞動權利則可分為法規和組織制度面。以法規來說，是否有

機會參考韓國《藝術家福利法》（Artist Welfare Act/ 예술인 복지법）對藝文勞動
者的權益做出更明確的規範。以組織面來說，是否有可能成立專責保障相應權利
的行政法人，或是以文化發展基金這樣類似公基金的制度性設計，年度性地撥經
費到非政府、非營利機構。蔡淳任對此補充，《藝術家福利法》使用明確的項目
去定義藝術家身份，並授予政府成立藝術家福利基金會、藝術家保護官等保護機
制，而後連動稅制或其他福利制度去保障藝術家勞權。但回到台灣脈絡來思考，
則會因著健保以及扣除額的關係而無法成立，後者關乎藝術家的收入在扣除額標
準中多半不需繳稅。

除了對法規面的分析，其他與談人亦從其他實務現場分享對勞動環境的觀察。
黃文瀚提到表演藝術的主要收入在於票房，而要能讓票房極大化，就要做長效式
演出。兩廳院評估是否購入一檔演出時，會估算該檔節目的回收率—收入（票房
與贊助）除上成本（演出製作費與行銷費），只要超過 50% 就算是高回收率。在
民間的狀況也很類似，製作一檔演出製作時，必須能預估到 10-14 場的演出跟票房
規模，才算是有足夠的製作經費。而無論是場館或民間，所謂足夠的演出量，首
先涉及的是場地空間的運用與量能，這部分在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成立後，因著陸
續出現的中小型場館出現，算是有所鬆綁。因此主要問題還是在是否有足夠好的
內容，讓演出能巡迴跟重複再做。例如綠光劇團的《人間系列》、《暗戀桃花源》
等都是能夠累積到 2 週以上演出能量的優秀案例。而要讓好的演出內容不斷出現，
首要之務就是要讓創作團隊有嘗試與實驗的機會。但若讓團隊自行吸收試驗的成
本，很容易使其營運失敗。

目前有幾個型態可以降低這樣的創作風險，第一個是政府補助，如文化部、
國藝會、文化局；另一個是政府委製，例如文化部提供一筆營運經費給兩廳院，
那兩廳院就有經費邀請團隊來進行演出，意即讓場館承擔風險。其他的方式包含
募資與投資，如大慕可可投資的《勸世三姐妹》。重點在於讓團隊有安全的環境
去創作，並由政府以相關機制去協助。黃佩蔚延伸說明，表演藝術的底層勞動收
入來自分潤機制。以影視作品來說，重複放映最經典的案例就是《六人行》，若
類似的分潤機制可以進到標案或是相關補助機制，那麼在一檔戲的巡演過程中，
演員就能有一個小小的、細水長流的被動收入，長期積累下亦能形成一個資源。

另外，胡朝聖從自身的策展經歷出發，道出政府標案像是藝術節慶、公共藝
術的勞動困境。公共藝術因著有明確的法律規範，足以保障藝術家創作費佔預算
15% 以上，執行團隊預算 10%。而藝術節慶在預算編列的限制下，則經常出現層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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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削的問題，使得藝文人才不易在產業中久留。吳介祥對此提出一種可能的解方，
認為或許可以參考公共藝術機制，規範將標案中一定比例的預算投注到藝術家身
上，包含創作費、保險費、退休金。又或以藝術展覽來說，規範給予藝術家一筆
相應的展出費。胡朝聖延伸以澳洲和法國的規範進行建議，認為應該要讓視覺藝
術作品被積極流傳。讓作品流通的過程中，無論是拍賣或二手市場轉賣，都能有
一定比例的費用回饋給藝術家。不過吳介祥則認為市場不足的前提下，訂定稅務
機制會降低購買意願，但若能將轉賣或展出的次數轉換成積分，而後由國家補償
跟獎勵，讓政府擔任更多雇主角色，或許會是更可行的取徑。

回到政府公部門自身所面臨的問題，彭俊亨提及近年公部門多半會面臨主計、
審計干預業務的情形，而這或許還是要從公務員的訓練跟教育去調整。當公務員
願意把計畫當成作品去處理，那公私協力才有可能被建立。無論是藝文勞動者或
公部門文官，大家其實都在尋找適切的夥伴，以適當的心態與方法去處理每年度
的預算，讓資源被正當運用。黃佩蔚認為勞動權益亦關乎個體的認知，即使無法
強制規範道德良知，但或許可以在法制面規範某些培訓課程，讓資源分配者認知
到勞動權益的重要性。

綜合前述討論，藝文工作的創作樣態和受雇實況有極大落差，藝術家的工作
幾乎都是非典型勞動。因此本項訴求在於，政策必須思考在工作條件保障和維持
創造力之間的平衡，並且政策面必須認知藝文政策的主體在創作方而非雇用方，
而非施政者品味和政治手段的貫徹。

三、藝文計畫應以建制永續的協力平台為前提

本小節的討論中，與談人各自從相異的實務經驗出發，談及地方空間再利用、
藝文節慶與地方美術館等案例，並深入分析這些個案如何建立地方關係與連結。
首先，何培鈞以長年深耕於竹山鎮的經驗，分享台西車站再利用的過程。提到當
時用自籌的經費承租即將被拆除的舊車站，初衷是為了保存地方記憶。並且為了
能長久地活化運營，初期就以降低硬體預算、保留最大程度的軟體預算為方針去
重整。在降低硬體預算層面，與陳永興建築師合作，運用地方產製的竹葉為建材，
邀請學校老師一起編織竹葉、共做、整修，讓在地手工藝能與空間結合。軟體層
面上，則使用地方生產的食材來製作冰淇淋販售，定期舉行社區藝文活動，讓當
地學校的老師帶著學生來參加培育課程。無論是硬體還是軟體，都以教育意義、
地方文化魅力作為一種核心價值，試圖重建空間與人和地方的關係。

對話中何培鈞也進一步指出當前藝文節慶或地方創生的困境，提到空間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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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後，經常以活化為營運方針，僅追求使用率而忽略文化脈絡。另外，陳宣誠認

為國內缺乏相應的研究單位，來主動釐清不同空間、地方需要什麼資源與合作。
多半是困境浮現後，才被動地由政府、標案單位去訂出問題。黃佩蔚提醒到，前
文提及的研究單位需要不具有利益衝突，才能超越利益，意即這個第三方不能是
官僚。

部分與談人認為藝文發展不應過度仰賴補助，應試著去創造有潛力的新市場，
例如與企業合作。何培鈞提及近年在竹山成立了一家區塊鏈公司，把 Blockchain、
NFT、ChatGPT 等多項科技應用在 SDGs17、SROI、ESG 領域上，提供企業、學校、
社區、非營利組織一個永續數位決策系統。例如將一項合作專案累積的影響力數
據，變成賦能的 NFT，以鼓勵上市櫃公司支持具有數據動態側錄的計畫；而後把
NFT 直接轉給上市櫃公司，轉化為永續報告書的內容。整體而言，這樣的模式是
透過數位工具跟企業橋接，來做到讓社區賦能。

謝仕淵提到在不同的階段與脈絡裡，會出現不同問題、景況、現實的典型，
因此釐清當下這個脈絡中的核心問題格外重要。其中在處理提升藝文勞動與經濟
的方法上，於地方政府的藝術節跟公共市集中置入策展功能，是一項有效的策略。
策展人所扮演的積極與專業的角色，除了能更有效率地與行政系統對話，亦能引
進對議題的多元想像，以及對地方長期經營的方法。謝仕淵提及自己偏好以公共
市集去回應地方，認為市集具有機性，同時是可以讓文化公民參與的最靈活的工
具，不僅是具有創造力的平台，門檻相對不高，實際上也支撐了藝文經濟行為的
經常性模式多年。而若能在這些模式中找到適應的位置，便能讓策展的角色進去
支撐起迴旋的空間，讓專業性去帶動團隊感知自身生產的意義與價值。

接續前文發展地方關係、與不同資源端連結的討論，陳永興先以宜蘭國際童
玩節為例，指出公部門以社造精神連結地方社團如扶輪社、獅子會等，體現了藝
術節慶結合社區營造資源的可行性。而後陳永興也回到自身與土溝農村美術館的
關係，提及與《國際童玩節》不同，土溝農村美術館的建立是立基於既有、已累
積十年的社區關係，包含進駐的土溝建築事務所、臺南藝術大學學生、在地業者
等。當時為了避免政治利益的干涉，有意識地用自籌的方式辦理，除了做企業募
款，也做社區的農產品銷售、用在地食材辦理募款餐會。後來因著不同在地夥伴
各自的未來規劃，使得共做的能量消退，但陳永興認為面對社區真正能達成的其
實就是陪伴的責任。那些過程都是要建立居民的認同，後續應要更積極地去思辨
農村的永續經營。黃佩蔚亦回應，即使土溝農村美術館不再，但它已為地區留下
影響，留給整個生態好的新陳代謝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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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麗婷提到嘉義「草草戲劇節」也是由地方劇團發起，近年整合了許多嘉義
在地的能量，包含市集、獨立書店、在地建築相關組織等，著重於跨域整合。策
展人認為如果能將計畫擴充到社區營造、地方市集、區域合作，就能創造、引進
更多在表演藝術之外的資源。然其中的資源串連卻往往不在主辦單位的專業範圍
中，對此劉俊裕延伸生態系以及第三方中介的概念，提及若能有個中介組織去銜
接不同的小單位，甚至透過社會影響力、社會融合、社會平權、永續發展等公共
價值，去說服企業進行永續投資，將會讓資源更有效地流動與被利用。

關於企業在藝文生態系中的潛在角色，胡朝聖提到台灣的經濟產值以科技業
為主要力量，因此如何透過政府與民間的協力，引導科技業將資金挹注到國內的
藝術市場是一個當前的重要目標。但胡朝聖也觀察到一個現象是，過去二三十年
台灣藝術圈較大的藝術市場其實來自金融界跟建築界。兩者在台灣都是具有品牌
力的產業，且有面向大眾的品牌形象需求，進而讓企業建築中擺放藝術品成為一
種趨勢。因此如何透過文化政策更強烈地去說服、引導私部門的資源挹注，是值
得思考的方向。吳介祥亦提出若要讓藝文價值轉化為企業社會責任或永續責任，
則需要相關金融條件去轉換。

李玉玲指出勞動環境關乎產值生產，但補助並不足以構成生態，比起由文化
消費券構成的市場假象，應轉而思考企業文化消費的潛能。例如除了捐贈、收藏
抵稅，大量購買博物館、美術館等小額票券也可以做稅務扣抵。相較於收藏的保
值性牽涉到藝術家的未來發展，票券則是實際且可以直接挹注，甚至可以讓文化
消費成為企業 ESG 的一項指標。胡朝聖認為此一作法，雖可以增加館所的參觀人
數，但無法直接支援藝術家。李玉玲則強調美術館等館所是由底層去培養未來的
文化消費人口，間接支持更長遠的藝術家職涯。而謝仕淵則觀察到企業投資的南
北差異，提到台南有許多表演藝術是與宮廟合作。藉由打開我們對問題所界定的
關係人，其實可以挖掘不同的新機會，以宮廟為例，廟埕作為一個公共空間，就
有許多跟表演藝術結合的可能性。

回到整體制度設計的層面來梳理，彭俊亨提及新修正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法》對企業投資文化事業的投資評鑑、稅賦優惠等是有所規範的。但實際的政策
結果仍需要適切的政策評估，才能追蹤政策想像是否符合需求，以及如何依據現
實狀況去修正。

本小節從地方連結、資源整合、中介角色、企業合作等不同面向討論永續關
係的建置。可以發現動員觀眾上山下海的藝術節慶，遠不如將藝術家與地方經營
者連結，讓創造力和地方知識、文史底蘊和產能組合，作為啟動下一波在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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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性休閒，甚或深度旅遊的基礎。同時，為了促進地方藝文與在地經濟的結盟創

生，必須以更大格局做資源盤點，網絡化人、事、物、地、環境、法人機構及公
民組織，建置具永續性的協力平臺。各地既有的館舍亦必須轉換營運邏輯，讓任
務不僅止於包覆零碎的展演空間，而是發展出具有帶動地區藝文及經濟能量的角
色。而欲打破公務機關行政邏輯優先於創造性及永續性的慣習，政策下一步必須
遠比目前現況更有瞻觀，才足以擘畫更具彈性和包容性的施政架構。

四、重思人才晉用方針，對機關體質再定位

胡朝聖觀察到長期的預算限制下，難以給予藝文勞動者相應的薪資，而使得
人才不容易留在藝文產業。在其多年的策展經驗中，即使對象是藝術創作或管理
專業出身，仍高達一半以上的人早已離開藝術領域。這樣的困境雖叫人惋惜，但
亦期待過往的美學素養能隨著人才進到不同領域，浸潤、潛移默化地改變整個社
會價值觀。黃佩蔚也同意用正向的態度去看待人才流失與流動，認為產業的量體
本就無法吸收每年相關科系畢業的人員數量。但若能讓這些藝術工作的經歷，在
個體的職涯中成為養分，於未來帶著美學涵養把非藝術工作做得很藝術，將會構
成更大的藍圖想像。

在更具體的組織、法規層次上，李玉玲認為法人化給予美術館更高的聘僱彈
性，符合館所高度人才多樣性的需求，有效地達到多元化的人才晉用，這是《博
物館法》在人才聘用上缺少的自由度與活用空間。彭俊亨從公私部門的人才流動
切入，指出跨部門的人才轉換是未來的顯學。相關專業者多半會在公部門、行政
法人、公設財團法人或企業等地方任職，職涯將橫跨政府到企業的光譜。因此當
不可避免地需交叉面對第一、二、三部門，培養跨域治理的人就變得極為重要。

總合而論，隨著藝文策展、行政、管理、行銷及修復等藝術體系內的專業性
之提升，藝文機關的法人化提供了可貴的人事彈性，但整體產業卻未有機制性的
保障。如何提出具前瞻性的文化人才晉用管道，因應藝文特質的未來需求；如何
延攬並留住專業，特別是需要長年投注的知識或累積在個人特質上的職能，已經
是非常迫切的議題。如何在正向看待困境的同時，推動人才培育與晉用的治本之
策，亦不容忽視。

五、捍衛文化藝術公共性

黃文瀚同樣從表演藝術的角度分析，承接前幾項子題中的討論，說明場館在
降低表演團隊創作與製作的風險上位居重要角色。例如《勸世三姐妹》前期投資
來自衛武營，第二階段則來自大慕可可，如此便是一個相對理想的資金狀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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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如果要捍衛這樣的公共性，場館在營運面的自籌比就不能太高，像是兩廳院的
自籌比長年刻意地控制在 40%。這樣的目的在於不讓政府空泛地認為場館的盈利
能力高，而逼迫場館自行負擔營運資金。若自籌比要提高，就要提高票房與場租，
但場租不易變動，只能購買國外大型演出來提升票房，如此便容易失去場館的公
共任務。政府永遠希望行政法人自給自足，但許多在地團隊就會失去大量的表演
機會。

李玉玲從高雄市立美術館的經驗來談，提到美術館在行政法人化後，開始自
製售票特展，如：與泰德美術館合作的《裸》、與法國凱布利博物館合作的《刺青—
身之印》、國際特展 Tony Oursler 的《黑盒－幻魅於形》與《X 人稱—黃心健的
元宇宙劇場》等，如此便達到自負盈虧。這些展覽都具有強烈的文化任務，反映
了美術館法人化後的經營思考，也就是顯著的文化意涵與機構能見度，同時在有
限的經費中最大化公共服務。往往要想做更多重要的計畫，多半無法使用既有的
展覽預算，於是就會關乎自籌比的籌措。美術館的預算配比大約是分成平均的三
等份，對應到投資、贊助、賣票與商品收入。法人的優勢在於當政府預算不足時，
仍可以用適應的策略達到預期外的效能。

而李玉玲亦同意法人化的精神並非自負盈虧，自籌比是自訂 KPI，應從自籌
比來讓執政者知道，館所具有足夠的能力，從公部門提供的資金達到更好的成果。
但政府的責任仍不可被卸除，美術館具有公共任務，就必須有政府的補助。目前
可以做的是重新思考補助與自籌的計算基準，需要有個合理的配比，以評估補助
的預算比例以及預期效能，而非在法人化後放生機構。

彭俊亨承此提出觀察，現階段各縣市都在做美術館，部分選擇繼續以機構形
式，如桃園市立美術館，部分則選擇法人化。而法人化會面臨制度選擇，需決定
館所要以首長制或董事會制營運。許多人也在關切《行政法人法》推動後，各個
行政法人都有自己的設置條例，使得差異太大、太分殊化。以中央文化類來看，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文化內容策進院的公共任務完全
不同，不容易直接用框架去圈套。因此制度若要推動得好，必須大同之中有差異，
分殊之中有共通。

黃佩蔚亦回應，獎補助跟標案這樣由上往下的機制，不能等於生態跟經濟。
生態若要能形成，政府的獎補助機制不能是主力，反而前述的配比機制比較健康，
能讓館所有更多掌控權。就像蕭麗虹老師曾說的，她堅持藝文團隊要有自負盈虧
的能力，但那並非不拿政府的錢，而是政府的錢可以為我所用，不是我為政府所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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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本小節的討論，可發現不時有民意代表錯把公共文化任務視為對各個

團體組織的營運津貼，而提出提高自籌比例的要求。然公共文化政策的施政端，
應該確認立場，而非在政績、執行率、質詢壓力和即時效益之間打轉，把任務限
縮在驅動民粹主義、消耗性、煙火式的辦活動上，或是以徇各種私有化管道來平
衡損益。最後，鑑於藝文人才的活力對於社會整體的激勵和創造的價值，遠高於
自籌比例和人潮的錙銖計算，文化政策理應站穩對文化藝術公共性機制的捍衛。

本場次與談人以各自的專業經歷與研究關懷出發，進行多向度的思辨。從藝
文節慶、藝文演出、公共市集、地方創生、美術館行政法人化等個案做實務層面
的拆解，提出勞動現場的困境、資源連結的困難以及機構營運的限制。同時也在
不同實務經驗中，擷取具有潛力的資源開發方法，明確訂立不該被經濟效益覆蓋
的組織任務，以及營運者在面向社區、社群、場館、勞動者應保有的互動思維。
另一方面，亦從政策法規的層次，指出現行的保障方向與未及之處。藉由對不同
層次和環節進行正反辯證，釐清當前藝文勞動與經濟的環境樣貌，進而提出訴求。
期盼透過文化政策的機制設計，確實保障藝文勞動者的福祉，建立真正永續的藝
文生態系。


